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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完善环境下的垄断行业扩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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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制度不完善环境下中国垄断行业的扩展机制。通过不
完全信息下的动态模型分析，本文发现，如何赋予规制者合理的目标和激励是其中最为关
键的问题。增长型规制者可以有效地规避制度环境不完善带来的信息不完全和棘轮效
应，从而带来垄断行业的持续扩展。但同时，增长型规制者又是社会不公平等诸多问题的
制度根源。经典规制者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但是其对制度环境的要求
较为严格，在制度环境约束下，如果不考虑现实情况而直接引入独立规制者，很可能会陷
入既损害效率又得不到公平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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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

增长，电力、电信、能源、铁路等垄断行业也获得了空前发展。然而，与行业发展相伴随的是垄断行业与公共

利益的冲突日益加剧，不公平现象愈加凸显，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呼声有增无减。本文尝试在一个统一的逻

辑框架下来解释中国垄断行业发展的制度机理及其存在问题的制度原因。
Xu( 2011) 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拉丰( 2009) 也

指出，在中国垄断行业改革方面，中央政府倾向于将越来越多的规制权力赋予地方政府，其更进一步指出，中

国对垄断行业的规制已经实质性地分权到了地方政府和部门机构手中。但是，具有特定目标①的地方政府

和部门机构是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下实施“规制”的( 拉丰，2009) 。这种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一方面造成了垄

断行业发展的地区性和行业性不协调( 伏润民等，2010) ; 另一方面则加剧了原本就存在于垄断行业规制中

的信息不对称。具体而言，信息不对称的加剧至少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制度不完善造成的生产环境不确

定和市场风险等随机干扰，二是会计、审计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进一步的信息扭曲。此外，在一个产权保护

制度尚不完善、政府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监管的动态多期博弈中，作为“规制者”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承诺不

利用新获取的信息来损害被规制者的权益，从而造成棘轮效应，比如加重高效率企业的税收负担等，也是值

得探讨的。本文试图解释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垄断行业的扩展机制。为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论述，本文

也同时回答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在制度不完善环境下，对于垄断行业的不同规制政策会产生什么样

的规制后果，其影响垄断行业扩展和社会福利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其次，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和

随机干扰如何影响垄断行业规制的结果? 第三，针对现实中垄断行业发展中的制度环境，公共政策制定时应

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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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我们假设这种目标是由政治晋升激励( 周黎安，2004; 2007) 赋予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目标是产出的增

长。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本文的基本模型，我们将通过区分不同的规制

者类型来反映中国规制制度的特殊性。第四部分、第五部分、第六部分将分别从目标成本设定与租金分配、
棘轮效应以及社会总福利三个角度来探讨不同规制者类型的规制政策选择及其影响，并最终给出制度不完

善环境下的垄断行业扩展机制命题。第七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

本文的理论分析是在两阶段激励性规制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生产成本的随机扰动并将规制人( 规制政

策) 的类型进行差异化。因此，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以 Laffont 和 Tirole( 1993 ) 为代表的激励性

规制文献，以及以 Jeitschko 等( 2002) 为代表的动态博弈中的随机扰动文献。
激励性规制是在特定的信息结构下对传统的规制方法和行为进行策略化的分析。近年来，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于不对称信息下的制度分析及动态规制中的承诺问题研究 ( 米格罗姆，2006 ) 。Laffont 和 Tirole
( 1988) 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动态规制分析中，并同时考虑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一研

究最大的特点是认为规制合同会在不同时期被重新设计，这样棘轮效应也许不可避免。而前期的类似研究

如 Berliner( 1957) 、Baron 和 Besanko( 1987) 则假设规制合同是一成不变的，他们认为有效的规制依靠的是规

制者与企业之间的长期承诺，而不是规制者对信息的索取。通过对短期动态规制的研究，Laffont 和 Tirole
( 1988) 发现，付给企业更多的酬劳是不完全信息下获得分离均衡的必要条件。当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完全不

同的成本生产时，规制者可以获知企业类型。一旦规制者发现企业是高效的，他就将重新设计合同，剥夺企

业之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获得的信息租。若高效企业能成功模仿低效企业，使规制者认为它是低效的，那么

它仍将获得一定量的信息租。因此，为了防止企业欺骗规制者，合同中对高效企业的酬劳不得不增加，以使

高效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实现。
Laffont 和 Tirole( 1988) 认定在不完全信息的环境中规制者可以完全获知企业的类型。但在现实生产

中，这种理想的不完全信息环境还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正。企业的生产过程随时都受到一些不可预测因素的

干扰。制度环境、金融动荡、原材料价格的波动、短期政策的颁布与修改乃至国际关系的变化都可能对企业

的成本与产出造成或正或负的影响。因此，更能反映现实的经济模型应是在不完全信息的设定中进一步考

虑生产环境的不确定性，即随机扰动的作用。虽然在激励性规制文献中关于随机扰动作用的讨论较少，但这

一问题在博弈论与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文献中曾被系统的讨论过，Prescott ( 1972 ) 、Grossman 等( 1977 ) 、
Mirman 等( 1993; 1994) 、Jeitschko 和 Mirman( 2002) 、Jeitschko 等( 2002) 等文均对动态随机扰动模型中的最

优策略进行了分析。在这些文献中，参与人可以通过观察博弈的支付( payoff) 来更新他们的信念。由于随

机扰动的存在，参与人信念的更新可能不完全，因此他不需要付出太多的信息租来获得其他参与人的类型信

息。随机扰动的结果实际上反映在参与人对信息的不完全操控上。在为数不多的规制文献中，随机扰动仅

出现在静态模型中，Laffont 和 Tirole( 1993) 通过对线性合约中的扰动现象分析，指出在静态线性合约中规制

问题的解决不受扰动的影响。这一结论的局限在于规制环境必须长期不变( 静态) ，而在动态规制环境下，

企业可借助随机扰动来更好地隐藏自身的信息，由于规制者不同时期的预期收益受扰动强度影响，规制合约

必然会发生改变。
以上这些研究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有用的工具，但是，结合我们所分析的问题可以发现，上述文献中至

少有三类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首先，与经典理论分析不同，现实中的生产环境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动

态规制问题中应如何考虑生产环境的不确定性。其次，政府的规制政策往往是随时间变化的，政策选择对规

制结果具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三，在动态规制中，由于棘轮效应最终将破坏经济的效率①，规制分析中应如

何处理棘轮效应。一个完善的动态规制分析应该是在保证规制有效性的基础上同时解决以上三类问题。
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下，规制并不是独立的，作为规制者的地方政府在政治晋升的激励下，将产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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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olmstrom( 1982) 将“棘轮效应”总结为: 一旦前期的合同发现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之后的合同就会变得更加苛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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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以来实证数据的研究，证明了棘轮效应对经济效率有负影响。



增长而不仅仅是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对规制者类型进行了区分，一种是经典

规制者，即仅将公共利益作为规制目标; 另一种是增长型规制者，即将垄断企业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同等看

待①。此外，我们在企业的成本函数中引入了随机扰动，以反映我们在上文提出的信息不完全的第一种来

源。如果没有扰动存在，规制者通过合约的设定可以完全获知企业类型。当扰动存在时，规制者可能无法完

全获知企业类型，因此合约设计的难度增加。在具体的模型设定中，我们假设规制有两个时期，而企业有高

效和低效两种类型。由于信息不对称，规制者只能观测到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不知道成本的具体组成。因此，

生产成本是规制者设计合约的唯一依据。在规制开始时，规制者只能依据他对企业效率的先验信念设计合

约。当一个时期过去后，规制者可以通过观察企业生产成本来更新对企业效率的信念，从而重新设计规制合

约。

三、基本模型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构建本文的基本模型。风险中立的企业与风险中立的规制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为一

个两时期博弈。规制者在每个时期开始时应用成本加成规则设计规制合同②，合同的要素为生产成本 c 和

企业酬劳 p。由于规制者无法承诺两时期合同不变，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棘轮效应。以 Laffont 和 Tirole
( 1993) 的模型为基础，我们假设逆向选择问题与道德风险问题同时出现。企业的成本和产出都是可验证

的，但规制者无法区分出成本的各组成部分。企业分为高效与低效两类，用生产效率参数 β 加以区分。规制

政策设定为鼓励高效企业但不使低效企业退出，即高效企业的效用为正值，低效企业的保留效用为零。

与 Jeitschko 和 Mirman( 2002) 模型的假设相似，我们认为企业的生产过程将受到某种随机扰动因素的影

响，因而在模型的生产成本中引入随机干扰。在时期 t( t = 1，2) ，企业的成本函数为③:

ct = β － et + εt ( 1)

其中 β 为企业的生产效率参数( 0 ＜ β ＜ β) 。企业知道自身的生产效率。如果 β = β，则企业为“高效企

业”; 若 β = β，则企业为“低效企业”。et 是企业的努力水平，企业通过增加对 et 的投入可以减小生产成本 ct。

εt 为随机扰动，反映了生产环境的不确定性，它独立于 β 和 e，且在区间［－ η，+ η］上均匀分布。令 φ( et ) 表

示企业的努力程度负效用的货币度量，若规制者为企业生产提供的酬劳为 pt，则企业的效用方程为:

ut = pt － φ( et ) = pt －
1
2 ( et )

2 ( 2)

规制者并不知道企业的效率参数。在时期 t，规制者认为企业是高效企业( β = β) 的概率为 ρt。相应的，

规制者认为企业是低效企业( β = β) 的概率为 1 － ρt。企业在各时期的产出均为 S，规制者须承担生产成本

并支付企业报酬④，其收益方程为:

vt = S － pt － ct + λ［pt － φ( et ) ］ ( 3)

在( 3) 式中，我们应用系数 λ( λ = 0，1) 来区分两类不同的规制者。当 λ = 0 时，规制者只考虑公共收益，

与公共利益规制理论中的规制者相似，故称为经典规制者，即概念化模型中的规制者。当 λ = 1 时，规制者

的效用方程中将公共利益与企业利益等同权重考虑，相对于经典规制者，其更加重视被规制者的利益和产

出，因此我们将其称为增长型规制者。事实上，很多情况下，相对于公共利益，增长型规制者会更加重视垄断

企业的利益和产出，这就会出现 λ ＞ 1 的情形，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本文中只考虑了一种最低限度即λ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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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假设，在很多情况下，规制者将垄断企业的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对于这种情况我们
会在模型具体设定时加以讨论。

对于公用事业机构，成本加成规则可以直接适用;而对于一般性垄断厂商，本文中的成本加成规则可理解为规制者对厂
商进行转移支付，即 Laffont和 Tirole( 1993) 所论述的采购与规制合约。

本文将成本函数描述为线性形式是沿袭了拉丰体系的建模方法( Laffont and Tirole，1987) ，这样做的优点在于易于求解
且结果直观。其他委托代理文献中或将成本函数描述为乘数形式，如 Jeitschko和 Mirman( 2002) 。但由于效用方程的序数原
理，均衡的一般性结果不受成本函数形式的影响。

本文不讨论扭曲性税收对规制政策的影响，故模型中无影子成本。



的情形。
规制者与企业的关系可以体现为以下序列博弈:

1．“自然”选择企业的类型( 生产效率参数) β，β ＜ β;

2． 规制者根据他对企业类型认识的先验信念 ρ1 向企业提供第一时期合同 ( c1，p1 ) ;

3． 企业选择努力水平 e1，得到产出 S;

4． 在第一时期结束后，规制者根据其观测到的信息，通过贝叶斯法则将他对于企业类型的认识更新为

ρ2，并依此设计第二时期合同 ( c2，p2 ) ;

5． 企业选择第二时期努力水平 e2，得到产出 S。
在本文以下的部分中，我们通过比较精炼贝叶斯均衡从而详细讨论规制者是如何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

下实现垄断行业的快速扩张。

四、信息不完全与规制者类型

在本部分我们将分别求解各时期的均衡值，并探讨信息不完全对于经典规制者和增长型规制者规制政

策选择的影响，这些规制政策主要包括目标成本设定和信息租金取舍。
( 一) 第二时期的均衡

在第二时期开始时，规制者根据在第一时期观察到的企业生产成本信息更新其关于企业效率类型的信

念。依据贝叶斯法则，可以获得规制者完备的后验概率: 当观测到的生产成本高于均衡成本时，规制者认为

企业是低效企业; 而观测到的生产成本低于均衡成本时，规制者认为企业是高效企业。用c1表示规制者对低

效企业第一时期的成本要求，即低效企业第一时期的目标成本。用c1 表示高效企业第一时期的目标成本。

当随机扰动足够大时，规制者所观测到的企业第一时期成本 c1 决定了后验概率 ρ2 :

( 1) 当c1 + η ＜ c1 ＜ + ∞时，ρ2 = 0

( 2) 当 c1 － η≤c1≤c1 + η 时，ρ2 = ρ1
( 3) 当 － ∞ ＜ c1 ＜ c1 － η 时，ρ2 = 1
由于规制者只能观测到企业的成本而不知道成本的具体组成，规制者的后验概率 ρ2 仅由其所观测到的

成本 c 以及各类型企业的均衡目标成本 c1 和c1 决定。因此，当给定后验概率 ρ2，规制者通过设计目标成本

c1、c1进而最大化其收益①。

在第二时期，规制者通过设定目标成本 c2 和酬劳 p2，最大化其收益:

v2 = ρ2{ S － p2 － c2 + λ［p2 － 1
2 ( β － c2)

2］} + ( 1 － ρ2) { S － p2 － c2 + λ［p2 － 1
2 ( β － c2)

2］} ( 4)

规制者的选择同时被高效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和低效企业的个体理性约束所限制，分别为:

p2 － 1
2 ( β － c2 ) 2 = p2 － 1

2 ( β － c2 ) 2 ( 5)

p2 = 1
2 ( β － c2 ) 2 ( 6)

将约束条件替换入目标方程，可解出均衡目标成本:

c2 = β － 1 ( 7)

c2 = β － 1 +
ρ2

1 － ρ2
( 1 － λ) Δβ ( 8)

其中 Δβ = β － β。很明显，高效企业的均衡目标成本c2与规制者的后验概率 ρ2 无关，也与规制者的类型

λ 无关。同样，由于企业的均衡努力水平由目标成本决定，它也与后验概率及规制者类型无关。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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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给定后验概率时，第二时期规制者效用最大化问题的求解与 Harris 和 Townsend( 1981) 、Laffont 和 Tirole( 1988) 等静态
模型的求解思路相同。但与静态模型比较，动态模型中与后验概率相关的信息租使均衡发生了改变。



不论信息是否完全、规制者是何种类型，高效企业的均衡目标成本或其均衡努力水平总保持在“最优”值①。
对于低效企业，情况则有所不同。若 ρ2 = 0，则第二时期合同为完全信息下低效企业的最优合同，此时目标

成本应为 c = β － 1 。而当存在不对称信息时，ρ2 ＞ 0，规制者在制定合同时，不得不过高估计低效企业生产成

本。与“最优”成本相比，不对称信息下低效企业均衡目标成本的增加值为 ρ2 ( 1 － λ) Δβ / ( 1 － ρ2 ) 。相应的，

低效企业的均衡努力水平也低于“最优”值。需要注意的是，低效企业目标成本与规制者类型密切相关。经

典规制者( λ = 0) 设立的目标成本大于“最优”目标成本; 而增长型规制者( λ = 1) 设立的目标成本与“最优”
目标成本相同，即等于完全信息下的目标成本。这一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规制问题的本质: 当存在不对

称信息时，规制者通过内部化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只有将公共收益和企业收益作为目标方程整体考虑时，信

息不对称问题才能够被解决。经典规制者无法使企业努力程度达到最优，因而只考虑社会部分成员收益的

规制政策是无效率的。
当均衡目标成本确立后，可通过目标方程的约束条件获得均衡下的信息租。对于低效企业，个体理性约

束限制其无法获得信息租②。对于高效企业，激励相容约束发生作用。在此情况下，为诱使企业努力值达到

均衡水平，规制者必须支付信息租 Δβ［1 －
ρ2

1 － ρ2
( 1 － λ) Δβ － 1

2 Δβ］。可以发现，与增长型规制者相比，经

典规制者支付较少的信息租。这一结论与我们之前得到的目标成本的结论具有理论本质的一致性，它从另

一个侧面说明了规制政策的设定原则: 对社会整体收益的考虑虽然促进了效率，但也将增加规制者所支付的

信息租。由于这些信息租是支付给垄断企业的，因此，增长型规制者的规制必然会增加垄断企业的收益，从

而加剧了社会不公平，由此，可以得到:

引理一: 既考虑公共利益，又考虑被规制者利益的增长型规制者能够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从而
达到完全信息下的最优效率，但是这种最优效率是以大量信息租金的让渡为条件的，这在客观上加剧了不公
平。

( 二) 第一时期的均衡

由于企业的效率函数 β 为外生变量且不随时期改变，规制者在设计第一时期合同时需通过合同观察到

效率函数并考虑此效率函数对第二时期收益的影响。因此，在第一时期，规制者通过选择目标成本 c1 和酬

劳 p1 最大化其预期收益:

E( v1 + v2 ) = ( 1 － ρ1 ) { S － p1 － c1 + λ［p1 － 1
2 ( β － c1 ) 2］}

+ ρ1 { S － p1 － c1 + λ［p1 － 1
2 ( β － c) 2］} + δREv2 ( ρ2 ) ( 9)

( 9) 式中 δR 为规制者的预期贴现率。与第二时期的问题相似，第一时期的目标方程也受到激励相容约

束和个体理性约束的制约。

如前所示，高效企业在第二时期会获得信息租 Δβ［1 －
ρ2

1 － ρ2
( 1 － λ) Δβ － 1

2 Δβ］。由于信息租是规制

者后验概率 ρ2 的函数，企业可能通过操纵规制者的信念谋取自身最大利益。具体来讲，企业可以通过调整

其在第一时期的努力水平来影响生产成本。由于规制者的后验概率是通过企业的第一时期生产成本进行修

正的，企业对努力水平的调整可以直接影响规制者对第二时期的合同设定。
高效企业受激励相容约束制约，在均衡状态下，企业可选择将生产成本调整为c1或 c1。前者是高效企业

达到自身的目标成本，而后者则反映出模仿低效企业的生产成本。
如果高效企业按照自身目标成本c1生产，规制者可观测到的成本区间为 ［c1 － η，c1 + η］。由后验概率

方程可知，当随机扰动 ε1 很大时，规制者可获知企业类型，从而减少第二时期的酬劳。而当随机扰动 ε1 较

9

①

②

文中“最优”定义为完全信息下问题的解集。Ma和McGuire( 1997)、Jeitschko等( 2002) 等文献对此定义做出了具体阐述。
与 Hart( 1995) 等文献一致，本文亦假设在完全信息的理想状况下，企业的保留效用为零，即酬劳与反效用( disutilily) 相

等。而由于存在不完全信息，企业的信息租最终取决于不同类型企业的约束条件。



小时，规制者无法从获得的成本信息中更新其信念，从而其后验概率与先验概率一致 ρ2 = ρ1。此时高效企业

获得信息租 Δβ［1 －
ρ1

1 － ρ1
( 1 － λ) Δβ － 1

2 Δβ］。

如果高效企业按照低效企业目标成本 c1 生产，规制者可观测到的成本区间为［c1 － η，c1 + η］。当随机

扰动 ε1 很大时，规制者后验概率与先验概率一致，企业的信息租为: Δβ［1 －
ρ1

1 － ρ1
( 1 － λ) Δβ － 1

2 Δβ］。当

扰动 ε1 较小时，规制者错误地认为企业属于低效企业，因而在第二时期将合同设计为低效企业的最优合同。

在这种情况下，高效企业通过模仿低效企业可在第二时期获得信息租 Δβ( 1 － 1
2 Δβ) 。

由扰动函数为均匀分布可知，规制者先验概率与后验概率一致的可能性为 Pr( ε1 ＞ c1 － c1 － η) =

2η － c + c
2η

。而规制者确信自己掌握了企业类型的可能性为 Pr( c1 + ε1 ＜ c1 － η) = Pr( c1 + ε1 ＞ c1 + η) =

c1 － c
2η

。考虑到以上可能性，第一时期的激励相容约束为:

p1 = 1
2 ( β － c1 ) 2 + p1 － 1

2 ( β － c1 ) 2 + δFΔβ( 1 － 1
2 Δβ) (

c1 － c1
2η

) ( 10)

其中 δF 为企业的预期贴现率。与第二时期的激励相容约束( 5) 式比较，高效企业在第一时期将多获得

酬劳 δFΔβ( 1 － 1
2 Δβ)

c1 － c1
2η

。而这些多得的酬劳，恰恰等于高效企业成功模仿低效企业所获信息租在时间

上的贴现。由此，规制者所设立的激励相容约束实际上是对企业模仿行为的事前补偿。

对于低效企业，由于其第二时期保留效用为零，未来收益对前期合同无影响。因此，第一时期的个体理

性约束为:

p1 = 1
2 ( β － c1 ) 2 ( 11)

规制者的预期第二时期收益由两部分构成: 第一时期成本反映出企业类型可能性下的预期收益与第一

时期成本无法反映出企业类型可能性下的预期收益之和。根据我们之前得到的第二时期目标成本和酬劳，

以及扰动的分布方程及规制者的后验概率，可以得到:

Ev2 ( ρ2 ) =［S + ρ1 ( 1
2 － β) + ( 1 － ρ1 ) ( 1

2 － β) ］(
c1 － c1
2η

)

+ ρ1 { S + 1
2 － β － ( 1 － λ) Δβ［1 －

ρ1
1 － ρ1

( 1 － λ) Δβ － 1
2 Δβ］} (

2η － c1 － c1
2η

)

+ ( 1 + ρ1 ) { S + 1
2 － β － 1

2［
ρ1

1 － ρ1
( 1 － λ) Δβ］2 } (

2η － c1 － c1
2η

) ( 12)

将以上条件代入规制者的第一时期预期收入 E( v1 + v2 ) ，可解得最优目标成本:

c1 = β － 1 +
δR
4η

［( 1 － λ) Δβ］2 +
δF － δR
2η

( 1 － λ) Δβ( 1 － 1
2 Δβ) ( 13)

c1 = β － 1 +
ρ1 ( 1 － λ) Δβ

1 － ρ1
［1 －

δR
4η

ρ1 ( 1 － λ) Δβ
1 － ρ1

－
δF － δR
2η

( 1 － 1
2 Δβ］ ( 14)

以上目标成本与规制者的类型密切相关。对于增长型规制者，由 λ = 1，可以得出:

结论一:随机扰动对增长型规制者所设立的目标成本无影响。

增长型规制者所设立的目标成本不仅不受随机扰动的影响，也不受不完全信息的影响，保持“最优”值，

且在不同时期上是一致的。在规制者的目标方程中，扰动与不完全信息均被内部化了，因此，制度环境不完

善造成的信息不完全能够完全被增长型规制者规避。企业因此也在不同的时期都付出“最优”努力程度进

行生产。进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得到解决，效率达到最大化。虽然增长型规制者能够获得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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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最优，但这未必是社会效用最优的考量。增长型规制者目标方程的本质是将企业收益与产出收益等同，

因而二者可以自由替换。规制问题的核心转变为总收益在公众与企业间如何分配。“合理”的收益配置，是

随社会的偏好，即社会效用方程变化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规制者的利益总是得到保障，由此得到:

引理二: 既考虑公共利益，又考虑被规制者利益的增长型规制者能够有效克服随机扰动等不完全信息的
影响，从而达到完全信息下的最优效率，但是这种最优效率是以保障被规制者的利益为条件的，这在客观上
加剧了不公平。

对于经典规制者，λ = 0，情况略为复杂。当规制者对未来预期 δR 与企业对未来预期 δF 相同时，随机扰

动致使 c1 减小，c1增大。因而:

结论二:当随机扰动存在时，若 δR = δF，与无扰动情况比较，经典规制者将增加高效企业的目标成本，而
降低低效企业的目标成本。

当 δR = δF 时，随机扰动的存在使低效企业与高效企业目标成本差 c1 － c1减小。由于规制者先验概率与

后验概率一致的可能性，即“无法学习区间( No Learning Zone) ”，定义为
2η － c1 + c1

2η
，当前情况下，随机扰

动扩大了无法学习区间，从而减少了高效企业通过在第一时期模仿低效企业而谋取的第二时期收益。目标

成本的变化也意味着企业努力程度变化。当随机扰动存在时，规制者允许高效企业降低其努力程度，而要求

低效企业增加其努力程度。
当 δR ＞ δF 时，目标成本开始逆向变化。可以发现，当未来的预期在某种程度上对规制者更为重要时，规

制者将分离不同类型企业的目标成本:

结论三:当随机扰动存在时，若
δR
δF

＞
1 － Δβ2

1 － Δβ
2( 1 － ρ1 )

＞ 1 ，与无扰动情况比较，经典规制者将降低高效企

业的目标成本，而增加低效企业的目标成本。
结论二和结论三中经典规制者目标的实现都对信息以及相关制度设计有较高的要求，而在中国现行的

制度环境下要满足这样的要求是有一定难度的，如果忽视这些制度条件而盲目引入独立规制者，很可能既牺

牲了增长型规制者的效率目标，又无法实现经典规制者的公平目标。因此，垄断行业的改革必须谨慎，相关

规制制度的引进必须考虑配套制度的改善。
在以上的分析中，高效企业受激励相容约束制约，低效企业受个体理性约束制约。分离均衡的存在要求

企业只能选择为其类型设计的合同，高效企业与低效企业均受激励相容约束制约。低效企业的激励相容约

束表现为，如果低效企业模仿高效企业，其收益低于保留效用:

p1 － 1
2 ( β － c1 ) 2 ≤ 0

代入先前求得的 p1 和 c1 值，通过化简，上式变为:

δF ( 1 － 1
2 Δβ)

2η ≤ 1 ( 15)

很明显，不等式的左侧项随 η 的增大而递减。因而可推定，当 η 大于某确定值时，不等式成立，故:

结论四:当随机扰动足够大时，第一时期最优合同中出现分离均衡。
这一结论反映出随机扰动对企业酬劳的影响。当扰动不存在或很小时，低效企业可以通过模仿高效企

业而获益，这时合同为混同均衡。但随着扰动的增大，低效企业获益逐渐减少，最终变为负值。低效企业因

而放弃模仿，分离均衡出现。

五、棘轮效应

从理论角度来讲，棘轮效应可以理解为在动态合同中，如果同时存在隐藏信息和隐藏行为，代理人的信

息租随信息的披露而变化的过程。棘轮效应一般可通过新合同的设定而实现: 委托人( 规制者) 或减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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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劳、或改变目标成本( 产出) 、或同时应用以上二者。具体到本文而言，棘轮效应考察的是规制者在第一时

期掌握了高效企业的生产信息后是否会在第二阶段降低目标成本，从而保持企业的努力水平不变而压缩其

信息租。
在第四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分别求得了两个时期的合同要素，通过比较规制者为高效企业设立的目标成

本方程，可以观察在合同演进的过程中棘轮效应是否发生。由于低效企业的保留效用为零，我们只须考察高

效企业。因此:

c1 － c2 =
δR
4η

［( 1 － λ) Δβ］2 +
δF － δR
2η

( 1 － λ) Δβ( 1 － 1
2 Δβ) ( 16)

( 16) 式结合结论二，可得:

结论五:随机扰动存在时，对于增长型规制者，棘轮效应不会发生;而对于经典规制者，当 δF≥δR 时，棘
轮效应产生。

对于经典规制者，前期文献表明，若不存在随机扰动，则不会发生棘轮效应①。那么棘轮效应的产生是

扰动的结果。由于扰动的存在，规制者观测企业类型的难度增加，因而在第一时期规制者将高效企业的目标

成本略微提升，以诱使企业披露其类型信息。一旦获得信息，规制者在第二时期会将企业目标成本恢复到其

最优值。在均衡中观测到的棘轮效应并非是要求企业提升其效率，而是要求企业将其效率恢复到“合理”的

状态。而对于增长型规制者，结论五更值得我们深思。在结论一中我们曾发现随机扰动对增长型规制者的

目标成本无影响，这与结论五中增长型规制者无棘轮效应的结论保持了一致。这表明增长型规制者并不会

利用其在动态博弈中获取的信息来剥夺被规制者，使被规制者在长期内的利益得到保障，从而进一步加剧了

垄断行业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不公平由此被固化。因此，可得:

引理三: 既考虑公共利益，又考虑被规制者利益的增长型规制者有激励保护被规制者的收益，而不会利
用其在动态博弈中获得的信息来剥夺被规制者，从而导致棘轮效应，但这种保护在客观上却加剧了不公平。

规制者期望在第一时期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以便将第二时期合同设计为最优合同。为达到此目的，规

制者不得不付给企业过多的酬劳以保证企业不去模仿其他类型企业。随机扰动的存在，使这种信息传递的

过程更加复杂。由于酬劳在规制者的目标方程中以负数项的形式存在，规制者可能存在着减小酬劳的激

励②。考察第一时期企业的酬劳与目标成本的关系，可得:

 p1
( c1 － c1 )

=
δF
2ηΔβ

( 1 － 1
2 Δβ) ＞ 0 ( 17)

结论六:高效企业在第一时期的酬劳随高效和低效企业目标成本的差别的变化而同向单调变化。
此时，酬劳与规制者的预期( δR ) 无关。对于增长型规制者，目标成本的差别为外生定值 Δβ，因而酬劳不

变。而对于经典规制者，其可以通过调整目标成本的差别而减少酬劳，最终增加了他的效用。然而，结论六

从更大的程度上反映出的是制度设定中的某种悖论。由于无法学习区间是随 c1 － c1 的减小而单调增大的

( 结论二) ，规制者固然可以通过减小目标成本的差别来减少第一时期付出的酬劳，但这样也使获知企业类

型的难度增加。这一悖论对现实的启示在于: 如何把握信息的控制程度是规制政策制定中最重要、也是最难

解决的问题。

六、垄断行业的扩展机制

规制合同由目标成本和酬劳两部分组成。规制者通过设立目标成本并观察企业生产成本来确定企业类

型。而酬劳的作用在于激励企业达到其最高努力水平。均衡状态下的酬劳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原则: 第一，酬

21

①

②

这一论断可见诸于 Laffont和 Tirole( 1993) 及 Jeitschko等( 2002) 。
对于经典型规制者，这种减少酬劳的激励是确定的。而对于增长型规制者，企业的酬劳属于转移支付，最终并不反映在

目标方程中，因而规制者无激励去改变酬劳。然而，一旦转移支付也会产生交易成本( 如对酬劳征税) ，则规制者也将努力减
少酬劳。



劳需与均衡努力水平相关，企业选择酬劳后当付出相应的努力。第二，企业未选择为其自身类型设计的合同

后，所得酬劳不能使其效用增加。在本文模型中，当随机扰动足够大时，企业效用方程和激励相容约束的设

定分别实现了以上两原则的要求。博弈求解时效用方程与约束条件联立，故均衡酬劳同时满足以上两原则。
在确定了酬劳满足酬劳原则后，可以对社会总福利深入验视。通过考察社会福利方程，首先，可以确定

对其造成影响的内生变量，以期优化规制政策的设定。其次，由于规制者存在不同类型，均衡酬劳和目标成

本也不尽相同，因而通过考察社会福利可以比较不同类型规制者的优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社会

福利，是功利主义的或边沁的社会福利。我们认为社会福利是参与人效用之和，而总福利是时间贴现后的各

时期福利之和。

分析从第二时期开始，根据模型，企业效用为 u2 = p2 －
1
2 e22，企业生产带来的社会收益为 S － c2 － p2。考

虑不完全信息作用，第二时期社会福利为:

W2 = S － c2 － p2 + u2 = S － ρ2［c2 + 1
2 ( β － c2 ) 2］－ ( 1 － ρ2) ［c2 + 1

2 ( β － c2 ) 2］ ( 18)

同理，第一时期的社会福利方程可写为:

W1 = S － c1 － p1 + u1 = S － ρ1［c1 + 1
2 ( β － c1 ) 2］－ ( 1 － ρ1) ［c1 + 1

2 ( β － c1 ) 2］ ( 19)

用 δ 表示时间贴现率，社会总福利为:

W = W1 + δW2 ( 20)

分别将经典规制者与增长型规制者的均衡酬劳与目标成本代入社会总福利方程。可以发现，增长型规

制者带来的社会总福利大于经典规制者:

Wλ = 0 ＜ Wλ = 1 ( 21)

而当只考察社会收益时，情况却有所不同: 企业和规制者对未来的预期影响了社会收益，当企业预期大

于规制者预期时，经典规制者使社会公共利益增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制度不完善环境下的垄断行业扩展机制命题:

命题:增长型规制者可以有效避免制度不完善造成的信息不完全和棘轮效应，相对于经典规制者，其可
以带来垄断行业的更快发展。因此，如何赋予规制者适当的激励和目标就成为垄断行业扩展机制的关键问
题。而实际规制权力向地方政府的下放恰恰可以利用地方政府追求产出增长的政绩激励，所以，中国垄断行
业领域的规制分权是其得以快速发展的真正根源。但是，增长型规制者过于重视垄断者的利益又导致了不
公平，造成了垄断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其成为垄断行业扩展过程中诸多问题
出现的制度根源。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探讨了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环境下垄断行业的扩展机制，我们发现，如何赋予规制者合理的目标和

激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增长型规制者可以有效地规避制度环境不完善带来的信息不完全和棘轮效

应，从而带来垄断行业的持续扩展，但同时，其又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而经典规制者尽管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公平，但是其对制度环境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中国现行的制度环境下，如果不考虑现实情况

而直接引入独立规制者，很可能会陷入既损害效率又得不到公平的尴尬境地，所以，垄断行业的改革必须要

谨慎前行，慎重选择。
此外，本文的分析还表明，试图同时增加高效企业努力水平并降低酬劳的制度变革将是徒劳的。由于高

效企业在第一时期的酬劳随高效和低效企业目标成本的减小而减少，这就意味着减少酬劳必须提高高效企

业的目标成本。而企业的努力水平随目标成本的增加而减少，降低酬劳与增加努力水平不可得兼。降低酬

劳不但使高效企业的努力水平降低，同时也使规制者获知企业类型的难度增加。努力水平与酬劳间的取舍，

恰恰说明了具体规制合约设计的复杂性。
最后，棘轮效应的出现由规制者性质和预期决定。对于增长型规制者，棘轮效应不会出现。而对于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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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者，当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大于规制者时，棘轮效应将发生。相应的，当规制者对未来的预期大于企业时，

棘轮效应会被减弱乃至消失。当规制者对未来的预期大于企业时，我们还发现规制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企业

类型。这一结论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如果由政府制定规制政策，那么注重长期收益而不是短期利益将是适当

的规制政策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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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sion of China’s Monopolistic Industries under Imperfect Institutions

Qiao Yue
( School of Economics，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monopolistic industries under the imperfec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We

found that a reasonable regulatory goal and motivation are the most critical issues in industrial regulation． A“growth regulator”can

effectively avoid imperfection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ratchet effect caused by incomplete information，resulting in the continued

expansion of monopolistic industries． At the same time，it also becomes a source of social inequity． To a certain extent，a“classic

regulator”could achieve social justice，but its requirements o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re more stringent． In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if one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alities and introduces an independent regulator directly，one may lose both efficiency

and injustice． The reform strategy of monopoly industries must be cautiously and carefully s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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